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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组织因素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影响
——一项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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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创业已成为新时期推动企业塑造新优势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如何激活公

司创业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本文以20家企业为案例样本，运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探讨了环境与组织两个层面的五个条件的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

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机会识别能力是影响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

件；缺乏内部创业文化是导致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2）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驱动

机制分为3条路径，揭示了五个条件因素的不同组态可以产生多种实现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路

径。（3）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且与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

在非对称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环境与组织匹配的创业视角，为企业如何有效

激发创业活力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内部创业文化；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员工敬业度；公司创业环境；fsQCA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20)01-0003-14

 

一、  引　言

经济新常态对中国企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面对新

的科技、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变化，许多行业面临挑战甚至被颠覆。企业要以一种持续创业的发

展理念来应对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掌握战略主动，赢得持续竞争优势。例如海尔集团积极倡

导员工创客文化，通过“海创汇”平台孵化了近200多个小微企业，帮助并鼓励员工利用海尔资

源开展相关创业，以丰富整个海尔产业生态环，这一模式有效激发了企业内部活力，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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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释放了员工企业家精神。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实施《关于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促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鼓励大

中型企业开展公司创业，以实现企业的战略复兴。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以下简

称CE）已成为企业化解成长危机，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
自Miller（1983）正式提出CE这一概念以来，围绕它的研究话题从未中断。近年来，CE逐渐

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事实上，任何企业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创业，问题是程度有多大（库
拉特科等，2013）。有研究发现，一些企业往往在经历创业维艰，收获回报后逐渐陷入“成功陷
阱”，在短暂的创业活跃期后便逐渐丧失企业创造活力，最终面临着被兼并或衰落的危机，而有
些企业却能不断迭代自身价值体系，通过持续的CE实现并保持卓越的创业绩效（Phan等，
2009）。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此，现有学者一方面在理论上构建了较为丰富的
CE模型，以期解释CE发生的复杂过程。其中Timmons（1990）的创业过程模型既总结了创业过
程中的关键核心要素，又强调了创业活动中要素间的动态互联关系。该理论已成为创业研究领
域的经典模型（董保宝，2012），后来有学者进一步将外部环境（Romero-Martínez等，2010）和创
业文化（Hornsby等，2002）等因素纳入该整体模型中，进一步解释了CE的驱动过程。另一方面，
在CE的实证研究上，学者们检验了组织能力或竞争环境等单一层面要素对CE的影响效果，以
期深入探究组织因素对CE的作用机理（蒋春燕和孙秀丽，2013）。因此，环境与组织因素已成为
分析CE驱动机制的基本逻辑构成。然而，由于现实企业间在外部环境、内部文化以及能力上的
异质性，导致驱动CE发生的机制并不一致。现有研究虽然发现了CE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事
实，但受回归研究方法的局限（假设变量间独立和不相互起作用），没有探究组织内外各因素相
互依赖、相互组合对CE活跃程度的组态效应，难以解释企业间CE程度上的差异性与实现路径
上的多样性。

鉴于此，本研究在方法上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突破了过去无法进行多条
件相互依赖分析的局限性，通过组态视角，深入挖掘前因复杂性和因果非对称关系（杜运周和
贾良定，2017），充分挖掘多个层面前因条件的协同组态对CE的影响机制。利用QCA方法展开
CE研究，有助于揭示多种因素共同影响CE的因果复杂性机制，弥补以往的因回归、结构方程
等方法主要适合分析线性相关关系，无法分析多种因素相互依赖形成的组态如何影响CE的问
题。因此，本文将QCA方法运用到CE研究中，整合环境和组织的匹配视角（Aldrich，2008，
2011），试图研究由五个前因条件组成的环境与组织的不同组态与CE活动之间的关系，挖掘
CE活力的提升路径。其中，在环境层面，主要考虑环境不确定性（Waldman等，2001）与内部创
业文化（Hornsby等，2002，2013）。在组织因素方面，基于Timmons（1990）的观点，以能力为视角
分析组织因素，考察组织层面的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与员工敬业度。本文选择五个条
件，是因为QCA适合分析4—7个条件的组态，QCA方法目的不是穷列所有变量，而是通过分析
案例在重要变量上的一致性，接近或找到现象发生的原因（里豪克斯和拉金，2017）。具体地，本
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影响CE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保持高
活跃度的CE水平，即哪些路径能更高效地激活CE?哪些路径会使CE受到制约?这些路径又有
何联系?

二、  文献综述与模型构建

CE多发生在成熟企业当中，包括企业级的正式与非正式活动，主要通过战略更新、创新和

企业风险投资来开发新的商机，以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和生产边界扩大过程（Phan等，2009）。
早期学者基于心理学视角认为组织的雄心与抱负导致了CE的发生（Bird，1988），所构建的

CE模型反映了组织主观意图作用下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过程。然而，CE的发生不完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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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因素决定，有研究发现，企业也会为了回应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而采取CE（Romero-
Martínez等，2010）。此外，组织的内部学习氛围、宽松的制度文化、团队的风险倾向等都会对

CE产生正向影响（孙秀丽等，2018）。Hornsby等（2002）开发了CE文化评估工具（CEAI）来测量

组织内部的创业文化氛围，解决了过去对组织创业文化测量上的不足，进而探讨了文化环境对

组织创业行动的作用机理。Sambrook和Roberts（2005）的研究发现，组织的内外部环境会共同

作用于CE，又通过CE反作用于内外环境，最终促成了组织良好的CE循环生态。因此，从现有研

究可以看出驱动CE的因素并不唯一与独立，内外环境与组织因素间的多元联动已成为创业学

者分析CE驱动现象过程中不可忽略的理论事实。这其中，Timmons（1990）提出了最具代表性

的创业过程模型，认为创业活动发生的关键就是机会、资源、团队三要素间的适当搭配，强调创

业活动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后来又将不确定的竞争环境纳入其中。至此，学者们基于

不同理论视角构建了侧重点不同的CE模型，但大多是对Timmons（1990）经典模型中某一概念

的外延或细化补充，涵盖所有理论视角和组织因素的整合性研究尚未出现。

有研究指出，CE是一种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现象，驱动CE的因素应至少涵盖机会、资源、

团队、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董保宝，2012），值得关注的是现有CE模型很少提及创业能力的

来源。通过能力视角来分析组织因素更能体现出CE的驱动力和竞争力（Burgess，2013），所有组

织因素最终都需通过能力转化为CE行动。因此，本文在Timmons创业过程模型基础上提出了

CE的三种关键能力因素。其中，机会对于创业的重要性已成为创业理论与实践上的共识，但现

有CE模型很少将机会纳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机会难以衡量，而机会识别能力却可以通过

以往组织对价值资源选择的决策习惯加以测量与分析（Urban和Wood，2015）。其次，资源是维

持创业活动的基础，利用网络获取新资源、通过拼凑重置冗余资源等资源整合能力对CE同样

具有积极影响（赵兴庐等，2017）。最后，CE作为一项风险承担性事业，需要创业员工全身心投

入其中，并赋予情感、使命与激情，积极执行创业决策。员工敬业度既强调了创业员工的个人特

质，又突出了组织整体的能动性（Kassa和Raju，2015），更有利于解释普遍发生于组织当中，由

员工团体主动发起的CE现象。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均认同CE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受研究方

法的局限，以往CE研究大多停留于复杂

理论模型的推演与归纳，这就造成了无法

从定量上探究多因素对CE的影响。或从

实证上检验部分因素与CE的线性关系，

而这又忽视了CE的发生受多因素共同影

响的理论事实，二者均不足以完整解释现

实企业中CE的驱动机制与活跃度差异，并且部分研究模糊了驱动CE发生原因与维持CE发生

过程二者间的概念，即支持CE发生的因素并不一定是触发CE发生的必要因素。鉴于此，本研

究尝试将CE能力纳入组态分析中，与组织所处的环境相匹配。依据Sambrook和Roberts（2005）
对CE环境的划分方式，将环境不确定性视为外部环境条件，将创业文化作为内部环境条件，即

二者构成了CE的环境层面。借鉴了Timmons（1990）的创业过程模型，尝试通过能力视角从机

会、资源和团队三方面来构成CE模型的组织层面，即通过两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来探讨影响

CE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原因及其复杂机制，这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案例，通过QCA方法进一

步分析，故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CE模型。其中，环境层面包含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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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司创业驱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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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y，EU）、内部创业文化（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IEC），组织层面包含机会识别

能力（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city，ORC）、资源整合能力（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RIC）、员工敬业度（employee engagement，EE）三要素。

（一）环境层面
1. 环境不确定性（EU）由环境动态性和复杂性两个维度组成，其中动态性反映了外部环境

（知识、技术、文化、政策）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复杂性则反映了市场要素及各参与主体，如竞争
对手、供应商、顾客、政府干预程度等（Dess和Lumpkin，2005）。从CE事件发生的结果出发，环境
不确定性造成了组织所识别到的环境结果概率具有不可预知性，这也给新创企业的诞生与成
熟企业的创业行动提供了发展机遇，尤其使大企业更加重视重塑自己的创业机制，不断创造新
的产品/服务，开拓新的市场来谋取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相对优势。

2. 内部创业文化（IEC）是指能够提高组织成员对内部创业行为认可度的环境氛围（Arz，
2017）。组织要想致力于创新事业的开发，必须要有支持创业的文化导向（Nayager和Van Vuuren，
2005）。Hornsby等（2002，2013）同样关注到了普遍存在于大公司中的创业活动，识别出了影响
内部创业氛围的关键因素，即通过高层管理支持、工作自治度、奖励机制、时间可获得性、组织
边界五个方面来反映组织内部的创业文化氛围，并指出当组织成员感知到了管理上的支持，并
获得了相应的时间、资源和奖励时，其参与新事业的可能性越大。

（二）组织层面
1. 机会识别能力（ORC）指感知并发现市场需求，进而创造商业概念的能力，即感知、发现

与创造的过程（Ardichvili等，2003）。一些学者甚至将机会概念化为创业的本质，并将其视为创
业活动与管理活动的根本区别（Smith等，2009）。创业机会既客观存在于潜在市场之中，又可以
通过创业主体所创造，而机会识别作为整个CE过程的先导因素，有助于企业发现市场需求和
客户偏好的变化，避免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实现创业绩效（Hansen等，2011）。因此，机会识别
能力强的企业能识别出更多可能的价值来源，并采取诸如在现有企业中创建新事业单元的
CE活动。

2. 资源整合能力（RIC）是指从组织内部和外部中识别、获取、配置和利用资源的能力（马

鸿佳等，2011）。创业资源学派认为CE的本质就是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价值创造，获取

竞争优势的过程。当企业拥有或未来可能获取到的资源能够与识别到的CE机会相匹配时，则

更倾向于采取实际的创业行动（庞长伟等，2015），相反，即便组织识别到可能创造企业价值增

值的新机遇，但由于受到自身资源的约束，往往会通过组织的内部筛选机制而放弃，因此无法

实施CE。
3. 员工敬业度（EE）指员工在组织中把自我与工作角色相结合，对组织工作本身的认同、

承诺和投入程度（Lockwood，2007）。员工敬业度是以活力度、贡献度、专注度为特征的工作情
感认知心态（Schaufeli等，2002）。活力度指员工工作时精力充沛，心理弹性强，即使遭遇困难也
能持续的投入工作。贡献度指员工感受到工作赋予的意义与使命感，能做出额外有利于组织发
展的劳动。专注度指员工在工作时能够全身专注于本职工作而忽略工作时间的状态。组织成员
的整体工作状态也成为衡量企业间能力差异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有研究表明，敬业度高的员工
对事业更加精益求精，对组织的承诺也更高，更有可能帮助企业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Lockwood，
2007）。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的收集

任何企业或组织（包括非盈利组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CE活动（库拉特科等，2013），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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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A对于中小样本（15—20）的案例选择原则——“保证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

的最大异质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本研究中的案例选取不受行业与规模的影响，但为了

更好地探究不同企业间CE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在案例企业的选择上突出了企业间CE活跃度

的差异性。通过吉林大学校友会随机选取了6个地区内同意参与调研的20家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从2018年5月初开始，历经5个月，在其人力资源部门的协助下向企业各部门不同级别的管

理者共发放问卷503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460份，有效回收率为91%。在被调查的

20家企业成员样本中，73.5%为男性，60.2%为工作年限在10—15年，68.4%为部门经理或副经

理，2.1%为董事长或总经理，92.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各案例信息见表1。
 

表 1    案例企业基本情况

案例企业（简称） 企业性质 所在地区 问卷发放数量 有效回收数量
蚂蚁金服 民营企业 杭州 21 21

海尔 民营企业 青岛 30 26
腾讯 民营企业 深圳 21 21
华为 民营企业 深圳 23 23
小米 民营企业 北京 27 23
圣象 民营企业 上海 29 27
京东 民营企业 北京 30 24
美图 民营企业 北京 22 20

一汽集团 国有企业 长春 26 25
中东集团 民营企业 长春 30 21
中车集团 国有企业 长春 30 28
皓月集团 民营企业 长春 25 25
瑞斯康达 民营企业 北京 24 20
吴太医药 民营企业 长春 25 21
中海地产 国有企业 长春 20 20
天安人寿 国有企业 北京 23 22
浙江建工 国有企业 杭州 21 20
吉林森工 国有企业 长春 30 28
欧亚集团 民营企业 长春 26 25
华夏银行 国有企业 长春 20 20

 
 

针对问卷数据，由于调查对象在填写问卷过程中由一个人独立完成，可能导致数据出现同

源性偏差（CMV）。本研究尽可能采用了清晰简明的题项，并在发放问卷中采用匿名填写的方

式。利用Harman单因子检测的方法，得出主成分CMV为38.1%，说明主成分只解释了38.1%的

变异（低于50%）。通过方法因子（Method Factor）方法，计算发现方法因子解释了 0.005 的方差，

且绝大多数方法因子的负载均不显著。因此，可以推断出本次调研数据不存在严重同源性偏差

问题。

（二）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通过李克特7点测量法测量构念。为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变量均参照了已

有成熟量表，采用双盲形式将问卷进行中英文互译，并根据访谈情况融入中国情境，对问卷问

题进行适当修正。其中，CE采用Zahra等（2000）的量表，从战略更新、创新和风险投资三个维度

进行测量，共9个测量题项，如“经常成为行业中第一家向市场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公司”。
EU采用Waldman等（2001）的量表，共4个测量题项，如“公司所处行业产品竞争激烈”。IEC采用

Hornsby等（2013）的量表，从管理支持、工作自治度、奖励、时间可获得性、组织边界五个维度进

行测量，共15个测量题项，如“公司愿意支持小型商业实验”。ORC参照Miocevic和Morg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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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的量表，共4个题项，如“公司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和偏好变化搜索识别机会”。RIC参照

Chandler和Jansen（1992）的量表，共4个题项，如“公司能够做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资源分配决

策”。EE采用Schaufeli等（2002）的量表，从员工的活力度、参与度和贡献度三个维度来反映员工

敬业度情况，共9个题项，如“员工能够始终坚持完成计划的目标，即使事情有些不顺利”。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表2的信效度分析可知，EU、IEC、ORC、RIC、EE、CE的Cronbach’s系数和组合信度

（CR）均大于0.7，表明本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结构效度，KMO值均大

于0.7，累计方差贡献率值最小为56.42%，各题项因子负载均在 0.60 以上，所有构念平均萃取

方差（AVE）均在 0.5 以上，说明本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表 2    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　量 维　度 最小因子载荷 Cronbach’s CR AVE
EU 环境不确定性 0.734 0.743 0.751 0.536

IEC

管理支持 0.703

0.814
工作自治度 0.674
奖励机制 0.811 0.835 0.692

时间可获得性 0.793
组织边界 0.741

ORC 机会识别能力 0.724 0.882 0.890 0.713
RIC 资源整合能力 0.751 0.876 0.881 0.752

EE
活力度 0.731

0.857参与度 0.764 0.862 0.841
贡献度 0.752

CE
创新 0.701

0.832风险投资 0.729 0.843 0.765
战略更新 0.736

　　注：EU为环境不确定性，IEC为内部创业文化，ORC为机会识别能力，RIC为资源整合能力，EE为员

工敬业度CE公司创业；表3—表6同此。
 
 

（四）数据的聚合

在进行数据收集和变量测量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一个企业中若干位管理者来对组织的环

境不确定性、内部创业文化、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员工敬业度及公司创业进行评价，

在个体层次获取原始数据后进行加总平均。在分析之前还需要将个体层次的数据聚合上升到

组织层次。在本研究中环境与组织因素的测量是由个体回答聚合到组织层面的，因此需要先确

认个体回答者对各变量的组内一致性。通过表3检验结果可知Rwg均大于0.7，ICC（1）均大于

0.12，ICC（2）均大于0.47，各变量均达到或者超过可以聚合的要求（LeBreton和Senter，2008），聚
合后的原始数据见表4。
 

表 3    数据的聚合检验

变　量 EU IEC ORC RIC EE CE
Rwg 0.86 0.73 0.81 0.76 0.79 0.83

ICC（1） 0.17 0.16 0.21 0.34 0.25 0.36
ICC（2） 0.76 0.63 0.71 0.69 0.73 0.67

 
 

（五）变量的校准

校准是将变量转化为集合，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度的过程（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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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演绎和实际知识将变量校准为集合，并以此为依据设定三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以

及完全不隶属，转变后的集合隶属度介于0—1之间。参考Fiss（2011）和Kraus等（2018）的研究，

本文通过李克特7点量表获取相关数据，并将“7”设定为完全隶属，“4”为交叉点，“1”为完全不

隶属。通过这 3 个阈值的设定，fsQCA将这些值转换为0—1的模糊得分。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

表5所示。
 

表 4    案例样本企业的原始数据

研究案例（简称）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CE环境层面 组织层面

EU IEC ORC RIC EE
蚂蚁金服 6.0 5.3 5.3 4.3 5.7 5.6

海尔 2.8 5.4 5.7 6.1 5.8 6.5
腾讯 6.1 6.6 6.3 6.1 6.0 5.9
华为 6.1 6.4 6.1 6.0 6.1 5.8
小米 5.7 5.6 5.3 2.9 5.3 6.5
圣象 4.7 3.0 4.9 4.1 3.1 4.8
京东 6.0 5.9 5.5 5.9 6.3 5.2
美图 5.2 5.3 5.4 2.9 5.3 4.5

一汽集团 3.6 3.2 5.5 5.4 6.0 5.0
中东集团 2.6 2.3 2.3 2.2 5.0 2.8
中车集团 3.0 3.0 5.2 5.7 5.9 4.8
皓月集团 4.9 2.6 3.0 2.4 4.6 2.3
瑞斯康达 4.7 2.6 5.9 5.9 3.0 4.5
吴太医药 2.3 2.7 2.0 4.3 2.8 2.5
中海地产 4.1 4.0 4.5 3.0 2.8 1.8
天安人寿 2.0 2.4 4.6 4.1 2.4 3.3
浙江建工 6.0 2.6 2.0 2.6 4.1 2.8
吉林森工 2.5 2.5 4.3 4.5 2.0 2.3
欧亚集团 3.3 2.3 4.7 4.8 4.7 4.5
华夏银行 5.9 2.2 5.9 2.1 2.3 4.0

 
表 5    变量的校准锚点

研究变量 目标集合
锚　点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条件变量

环境层面 EU 高环境不确定性 1 4 7
IEC 活跃的内部创业文化 1 4 7

组织层面
ORC 敏锐的机会识别能力 1 4 7
RIC 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1 4 7
EE 高员工敬业度 1 4 7

结果变量 CE
高公司创业活跃度 1 4 7

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 7 4 1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一个必要条件可以被视为结果的一个超集（super set）。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必要条件被包

括在真值表分析中，它可能会在纳入“逻辑余项”的简约解中被简化掉（里豪克斯和拉金，

2017）。因此，参考程建青等（2019）的研究，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高/非
高CE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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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CE活跃度 非高CE活跃度

环境层面
EU 0.810 0.658
~EU 0.505 0.728
IEC 0.724 0.458
~IEC 0.567 0.899

组织层面

ORC 0.955 0.651
~ORC 0.346 0.717
RIC 0.822 0.599
~RIC 0.491 0.785
EE 0.864 0.614
~EE 0.435 0.753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表6必要条件的一致性显示，高机会识别能力（ORC）是产生高CE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一致

性0.955>0.9），缺乏高的内部创业文化（~IEC）是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一致性0.899≈
0.9）。这意味着这两个条件构成了产生相关结果的瓶颈。在必要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将把

这些前因要素条件纳入fsQCA，进一步探索产生高\非高CE活跃度的组态。

（二）组态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得到 3类解：复杂解（不使用“逻辑余项”）、中间解（采用符合理论

和实际的“逻辑余项”）、简约解（采用所有可能有助于简化组态的“逻辑余项”，不评价其合理

性）。其中，中间解不会简约掉必要条件，通常认为应该汇报中间解，并结合简约解区分核心与

边缘条件（Ragin，2008）。若前因条件同时出现于简约解和中间解，则为核心条件；若此条件仅

出现在中间解，则将其记为边缘条件（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采用fsQCA3.0对20家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选择频数位为1，一致性大于0.8，结合PRI一致

性大于0.75，计算得出产生高CE活跃度的组态有3条（如表7所示），且3个组态的一致性指标分

别为0.949、0.940、0.944，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Ragin，2008）。这3个组态是产生高CE活跃度的

充分条件。模型解的覆盖度为0.895，说明3个组态解释了高CE活跃度的主要原因。同时，模糊

集分析出导致非高CE活跃度的组态有2条，总体一致性也较高为0.949，覆盖度也达到了 0.76，
即解释了非高CE活跃度的主要原因。
 

表 7    产生高\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条件变量
产生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High CE）
产生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组态

（Not High CE）
H1 H2 H3 NH1 NH2

环境不确定性（EU） • • ○
内部创业文化（IEC）  •  
机会识别能力（ORC） ● ● ● 
资源整合能力（RIC） ● • ○
员工敬业度（EE） • ● ○ •
一致性 0.949 0.940 0.944 0.946 0.966
覆盖度 0.738 0.388 0.649 0.611 0.517
唯一覆盖度（Unique Coverage） 0.155 0.058 0.103 0.249 0.150
解的一致性（Solution Consistency） 0.930 0.949
解的覆盖度（solution Coverage） 0.895 0.766

　　注：●代表核心因果条件存在， 代表核心因果条件缺失，•代表边缘因果条件存在，○代表边缘因果
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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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可知，产生高CE活跃度的路径有3种组态（H1、H2、H3），其中，机会识别能力（ORC）
作为必要条件，在每种组态出现。H1显示，无论不确定环境和内部创业文化是否存在，拥有高

的机会识别能力（核心条件）、高的资源整合能力（核心条件）与高的员工敬业度（边缘条件）的

企业，可以产生高CE活跃度；H2显示，在高不确定的环境下，缺乏高内部创业文化，但拥有高的

机会识别能力（核心条件）和高的资源整合能力（边缘条件）的企业，可以产生高CE活跃度；

H3显示，在高不确定的环境下，拥有高内部创业文化（边缘条件）、高的机会识别能力（核心条

件）与高的员工敬业度（核心条件）的一类企业可以产生高CE活跃度。同时，产生非高CE活跃

度的路径有2种组态（NH1、NH2），与必要条件分析一致，每种组态都含缺乏高的内部创业文化

（~IEC）。NH1显示，在缺乏高不确定性（边缘条件）、缺乏高内部创业文化（核心条件），也缺乏

高员工敬业度（边缘条件）的企业，其CE活跃度不高；NH2显示，在缺乏高内部创业文化（核心

条件）、缺乏高机会识别能力（核心条件），也缺乏高资源整合能力（边缘条件）的企业，其CE活
跃度不高。本文的发现为先前的创业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和启示。赵兴庐等（2017）研究发现，

机会识别对CE的影响最大，也是CE过程的关键因素。企业首先需要识别到有价值的机会，并

将其确立为战略目标才能有方向的开展一系列创建活动。机会识别能力的缺失造成了对CE的
抑制，而创业机会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和创业资源与创业人员相匹配。CE活动实施的

实质是对现有和未知资源的整合利用，创业主体的参与主动性能够激发创业员工的创造潜力

和执行热情，而员工参与创业的行动意愿与组织内部文化（因素）紧密相关（Hornsby等，2002）。
1. 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

在环境与组织多种因素的复杂配置下，本文发现了以下3种激活高CE活动的组态/路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实现路径，本文结合案例，分析这三种路径如下：

H1：ORC*RIC*EE，表明无论企业所处环境是否高不确定或是否拥有高创业文化，只要组

织成员敬业度高，且具有机会识别能力，一旦有能力整合到相关资源就会开展CE。根据

Timmons（1990）构建的创业过程模型，机会、资源与团队之间的动态互动是触发CE的关键因

素。团队中的“创业者”作为识别机会与整合资源的行动主体，是推动CE成功实施的关键。员工

敬业度更加突出了创业团队的工作状态，高敬业度的员工能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热情致

力于组织的长远发展（Kassa和Raju，2015），一旦识别到有价值的机会，并与整合到的资源相匹

配就会开展CE。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是一汽集团、中车集团、腾讯、华为等企业。

需要指出的是，当企业具备机会识别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同时拥有高敬业度的团队时，是

否处于高不确定环境、是否具有高内部创业文化对高CE活跃度并无实质影响。其中以一汽、中

车为代表的国有大型企业经营环境稳定，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相比民营企业其创业文

化仍不够活跃，组织内部依旧严格遵循传统的管理程序。但由于历史上的技术积累与政策支持

为企业塑造了独有的竞争优势，加之国企员工对大企业的认同感、荣誉感与归属感及红色文化

的影响，使其能够兢业于组织的长远发展。随着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国有制造型企业

更加专注于创新研发，不断向中国智造转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拓展国际市场。而以腾

讯、华为为代表的科技型企业，其内部还拥有活跃的创业文化，在机会和资源的有机配置下使

其在不确定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中保持其先进的技术、产品与市场优势。这一类型的企业生产规

模较大，技术、人才与资金力量雄厚，均为所处行业领域中的领先企业并享有较好的品牌声誉，

均表现出了主动发起CE的特征。

H2：EU*~IEC*ORC*RIC，表明无论有无员工敬业度，当企业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时，

即使缺乏内部创业文化，只要其有机会识别能力，并能够整合到相应资源就会产生高CE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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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1不同，这一类型企业正处于不确定的市场竞争当中，时刻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战略选择，虽

然内部创业文化氛围不高，但基于企业紧迫的生存压力，一旦企业识别到有利于实现战略复兴

的新机会，并能够整合资源予以实施，就会采取一系列的CE活动，这种CE行为是企业因环境

驱动下的被动创业活动（周翔等，2018）。此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瑞斯康达，该企业是一家电信接

入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随着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厂商的崛起与电信技术的快速更迭，该企业面

临的竞争环境日益严峻，为此，其凭借着光纤接入领域的技术与成本优势不断收购国内外同类

竞争对手，扩充研发团队，保障产品开发速度，并利用全球市场网络不断扩大电信业务。

需要指出的是高度不确定的竞争压力给予了企业更加迫切的CE动力，在此危机时期，是

否保持高员工敬业度并不对高CE活跃度产生实质影响，组织高层会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而组织成员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也会积极执行高层决策，致力于新业务的贯彻实施。这一类企

业CE的主要形式多表现为将现有产品应用于新市场或进行相关多元化经营。

H3：EU*IEC*ORC*EE，表明无论企业是否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当其处于高不确定

的竞争环境中时，只要企业拥有高内部创业文化，且员工敬业度高并具有较强的机会识别能

力，该企业就会开展CE。具体地，Kassa和Raju（2015）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研究认为内部创业文

化下的一系列支持、授权与激励体系能够提高员工敬业度。一旦识别到可能的价值增长机会，

就会采取一切手段率先开展CE。虽然资源是创业的关键因素，但在创业过程中，好的创业机会

与有能力的管理团队可以吸引投资者，进而取得开发机会所需的资源（Timmons，1990）。资源

或资源整合能力仅是维持CE成功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并不是触发CE的必要条件。此组态的典

型案例是小米，小米是一家以手机业务起家的互联网公司，成立初期就制定了员工持股计划，

内部创业文化活跃。通过“小米人”对产品、顾客的专注与对工作的热爱，其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手机业务发展到目前的智能硬件与IOT平台建设，在部分新业务的开发初期（如空气

净化器、智能手环、移动电源等），小米自身并没有能力有效整合到与其新业务相关联的资源，

但却总能通过制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来弥补资源的不足（如：布局生态链企业）。

通过对比3个组态发现，根据覆盖度指标，组态H1高于组态H2和H3，它解释了结果变量的

73%，覆盖7个案例，即多数企业是通过第一条路径实现了高CE活跃度。这充分说明了机会、资

源与团队间的组态对CE的作用。组态H2和H3的覆盖度分别为38%和60%，这也说明实现高

CE活跃度的路径具有多样性，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与内部创业文化同样影响着CE。这充分体现

了QCA在解释各因素间组态效应的优势，而传统的管理研究统计方法无法解释这一复杂现象

（Fiss，2011）。
2. 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析

鉴于QCA方法的因果非对称性特点，即某个结果的出现与否需要不同的“原因组合”来分

别解释。在本文中，导致高CE活跃度的原因，并不是导致非高CE活跃度原因的反向条件，结果

分析如表7所示。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究引发CE的驱动机制，本文结合案例对导致CE活跃

度不高的组态作如下分析：

NH1：~EU*~IEC*~EE，表明无论企业是否拥有高的机会识别能力或资源整合能力，当其

没遭受高不确定的环境时，只要组织没有高内部创业文化，员工敬业度也不高，CE活动就会被

抑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中的企业主营业务较好，但路径

依赖显著，加之缺少内部创业文化氛围，组织惰性和结构惯性长期无法被打破，员工没有动机

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资源来实验自己的想法（Arz，2017）。员工敬业度不高，仅将组织视为“利
益共同体”，没有意愿为组织付出更多创造价值的努力与热情，即便获知了可能的价值机会与

资源，也会因为来自内部成员的反对与干扰以及预期到如果失败对自己职业的负面影响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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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对机会的开发。此类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吉林森工集团，吉林森工集团是以经营森林资源业务

为基础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在森林资源产品开发上技术经验丰富，依托吉林省长白山区的林

业资源开展了多元业务，但企业贪腐引发了一系列投资、经营与管理上的失误，相关业务破产

清算，还曾出现过拖欠薪资的情况，导致其在一段时期内，在新业务开发与经营方面一直处于

低迷状态，2018年吉林森工集团被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纳入“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名单。

NH2：~IEC*~ORC*~RIC*EE，表明无论该企业是否处于高不确定的环境，当组织内部缺

少创业文化，机会识别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不高，即便员工敬业度较高，也不利于开展CE。此
类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皓月集团、中东集团，这一类案例多为家族企业，长期从事单一领域，经营

环境与效益较为稳定，主营业务技术含量与员工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识别新机会与整合新资

源的能力弱，最终造成了该类型企业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市场竞争地位。

通过比较组态NH1和NH2的覆盖度指标，组态NH1略高于组态NH2，分别解释了结果变量

的61%和51%，各覆盖了3个案例，即企业主要由这两种组态抑制了CE活跃度。

通过比较上述影响创业活跃度的5个组态发现，影响CE活跃度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即非高CE活跃度NH1与NH2并非高CE活跃度的反面，但必要条件（高机会识别能力与缺乏内

部创业文化）的存在与缺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CE的活跃程度。

五、  结论、启示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了国内20家企业，从环境与组织层面出发，应用组态思维和

QCA方法重新配置上述两个层面的五个条件因素，探讨影响企业间CE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

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本研究主要结论：（1）高机会识别能力是产生高CE活跃度的必要条件，

缺乏内部创业文化是导致非高CE活跃度的必要条件。（2）高CE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

径，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机会识别能力、高资源整合能力与高员工敬业度的组态，第二条路径

指高环境不确定性、高机会识别能力、高资源整合能力；第三条路径指高环境不确定性、高内部

创业文化、高机会识别能力与高员工敬业度的组态。（3）非高CE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有2条路径，

且与高CE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二）研究意义

1.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具体如下：

首先，以往研究仅构建了CE理论模型或检验部分因素与CE的线性关系，并没有探究环境

与组织层面中各因素间的组态效应对CE活动的内在影响机制，且少有将组织的CE能力作为

影响因素纳入组态分析当中。本文基于组态思想，借鉴Timmons（1990）创业过程模型，首次将

员工敬业度和创业文化纳入CE理论模型，通过环境与组织层面的5个关键条件变量来考察高

/非高CE活跃度的驱动机制，拓展了CE的理论模型研究。

其次，现有CE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线性回归中因果关系效应的统一对称性假定，忽视

了因果间的复杂性，受研究方法的局限，导致学者们所构建的CE模型无法检验和解释现有

CE驱动机制的多样性及活跃度的差异性。而本研究运用QCA方法发现了影响CE活跃度的组

态内部各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组态效应，且CE的驱动机制存在因果的非对称性，导致

CE活跃度高的路径与导致CE活跃度非高的路径并非截然相反，即并不能根据高CE活跃度原

因的对立面来直接推导非高CE活跃度的原因，这一研究范式提高了对CE现象的解释力度，有

助于今后探讨类似受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创业现象。

最后，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CE，中国企业具有自己独特的成长与竞争优势。本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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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机会识别能力是中国企业开展CE的必要条件，内部创业文化并不是驱动中国企业开展

CE的必要条件，但是缺乏内部创业文化是产生非高CE活跃度的必要条件，这一发现细化和延

伸了Hornsby等（2002，2013）认为创业文化环境是引发CE根本原因的观点。其中机会识别能

力、资源整合能力与员工敬业度的有机匹配成为解释更多中国企业CE活跃度的根本原因，丰

富了中国情境下的CE理论研究，这也为Timmons（1990）所构建的创业过程模型在中国情境下

组织层面上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2.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具体如下：

首先，存在多条驱动高CE活跃度的路径，其中组织的机会识别能力是激活CE的必要前

提，能否识别到机会直接决定CE的活跃度，企业管理者需要优先注重对机会识别能力的培养，

建立知识储备制度与信息获取网络，综合评判组织发展新机遇。其次，内部创业文化与员工敬

业度可以弥补因资源整合能力不足而抑制CE的活跃度，高层管理者要在价值与行动上认同

“创业”对组织发展的长远意义，赋予组织成员更多的管理支持与自主权，建立奖励与容错机

制，激发员工主动参与新事业的热情。同时，重视培养员工的敬业精神，使组织成员能够专注于

新事业的发展，推动创业战略的有效实施。最后，CE的发生具有非对称性，企业管理者不能依

赖传统经验通过总结低CE活跃度的原因进而反向推导高CE活跃度的原因，在推动CE中要把

握好关键核心因素。

（三）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首先，本研究探索了案例间比较的组态效

应，而CE发生的动态持续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话题，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搜集面板

数据，采用动态QCA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还可以尝试在时间维度上校准集合隶属，进一步验证

不同类型的环境和不同组织因素间的组态与CE的复杂因果关系。其次，由于问卷搜集数据具

有结构化的优势，但是也有深入现象不足的劣势，未能对案例进行更深入的剖析与详尽的展

示，今后可以考虑借鉴扎根理论或结合公开的企业案例库进行多种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最后，

由于部分研究内容涉及企业家隐私，本研究只关注了环境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对CE的影响，未

来还可以从不同理论视角和层次（如企业家个人因素等）构建更为全面的CE模型来探讨因素

间的组态效应对CE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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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 on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Xu Guangping1,2,  Zhang Jinshan1,2,  Du Yunzhou3

（1. Business Schoo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2. China & Israel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Summar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encouraging large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start business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revival  of  enterprises.  However,  how  to  activat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addressed. Taking 20 Chinese enterprises as case samples,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fuzzy sets, uses Timmons’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model for reference, and incorporates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n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first time. Starting from the environmenta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s, it reconfigures the two levels by using the method of configuration thinking and
QCA. Five conditional factor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and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s, which lead to the differenc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1）Different  from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their  own  unique  growth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However, the lack of 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generating non-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2）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th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non-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has two paths, and there is a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at is, the non-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annot be directly deduced from the opposite of the causes of hi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reason is that this research paradigm improv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phenomenon, and helps to explore the similar entrepreneurship phenomen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ese business manager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vide a variety of ways for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i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capability; resource
integration capability; employee engagement;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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